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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劳动的价值重估：“积极生活”与“沉思生活”之争

在西方传统哲学中，“沉思生活”一直优先于“积极生活”，并伴随哲学的发展享有较高的

价值评判。“沉思”概念来源于拉丁词汇“meditate”，翻译为思想训练、锻炼自己，福柯将其阐

释为占有一种思想从而形成一种自身体验。在古希腊罗马哲学、原始基督教信仰和 16—17 世纪的

“笛卡尔式”新发现中，“沉思生活”有着漫长而悠久的理论演进和历史实践。“积极生活”一

词则是中世纪哲学对于亚里士多德“政治生活”的重新翻译，奥古斯丁将其译为一种交谈或实践

的生活，在希腊城邦和政治文明湮灭的同时失去了其原初的政治意味，逐渐指向世间所有的事务

性活动。由此，“沉思生活”作为一种修身实践和生活方式，对于内在的灵魂安定和精神训练有

着重要意义，并在长期历史发展中不断衍生其形而上的理念价值；“积极生活”则完全背离政治

维度，沦为技艺制造和体力劳动等外在活动形式并被不断贬斥。在“积极生活”和“沉思生活”

最初变化的同时，哲学从关注集体生存和本体思考的框架中跳进了个体生命扶危救困的方法论处

境，从而在与政治合轨的同时发生了错位、断裂，并带来了人类活动的等级划分。

在“沉思生活”与“积极生活”之下的人类活动等级划分，潜藏着“清闲”与“劳动”的优劣之分。“清

闲”在古希腊哲学活动中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命样态，被定义为一种“没有强压与必需、没有

劳累与操心的自由状态”[1]178。与“清闲”所具有的自由状态相比，“劳动”被归为一种为满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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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必需而被迫劳作的操心状态和艰苦活动。由此，在束缚身体和自由意志的选择中，“沉思生活”

获得了绝对的优先权。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区分自由人的 3 种生活方式，分别为“纵欲享乐生活”“城

邦政治生活” “哲学思辨生活”，其共同特点在于远离基本生存劳动的被动操心和强制压迫，从

而区分于生产有用和必需物品的生产活动，首次将“劳动”明确地排除在自由活动之外。奥古斯

丁则区分“清闲”和“被动地无所事事”，认为清闲并不是一种怠惰，而是研究哲学和追寻真理

的重要条件。从宗教生活的角度，阿奎那更是直言，“凝思生命”优于“积极生命”。“沉思生活”

所蕴藏的“清闲”能力，从政治乌托邦重构的哲学洞见到宗教集体救赎的祈祷箴言，全面占据了

人类活动的至高话语权。“积极生活”从“沉思生活”对于“清闲”“安宁”的基本要求中获得

了一种否定性的含义，即一种焦虑慌张、劳碌繁忙的主体非自由状态。相对于“沉思生活”的自

然纯粹状态和永恒不朽的思维指向，“积极生活”则被定义为一种主体受干预和制约的混杂实存。

至此，“积极生活”完全沦为“沉思生活”的一种负面的对立活动，两者有效地割裂并确立等级秩序，

与哲学诞生以来精神与肉体的二元关系基本同构。在长期的西方历史中，“积极生活”作为实现“沉

思生活”的保障条件被无端忽略，并在政治哲学和宗教生活中被完全剔除，劳动的现实普及性和

生存必需性等特质并没有提升自身地位，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得到了相反的效果。

直到中世纪晚期，这种情形才开始发生变化。社会的工业化、机械化发展创造了一个劳动世界，

在“祛魅”的世俗化过程中，所有人都在努力劳动。劳动通过“宗教救赎经济”和“政治权力经济”

两条路径实现了自己的地位进阶，直至在马克思的“劳动体系”中达到了巅峰，成为经济生产和

人类价值的全部源泉。随着 16 世纪宗教改革的展开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大多数富庶城镇

地区都转向了新教。正是那些不顾传统经济秩序的新贵族驱动着资本的原始积累和新经济秩序的

建立。在新的宗教观念中，追逐财富是一种上帝赋予的共荣义务，实用主义被套上圣洁光环成为

新的经济美德。路德的“天职观”、加尔文的“先定论”，都将作为职业和创造财富的劳动与上

帝的召唤、神的意志紧密结合。从路德开始，劳动成为上帝赋予人类的天职，经过加尔文神学的

重新浸泡，人类可以自主选择，满怀虔诚的宗教信仰去追逐财富、获取成功，成为上帝选中的子民。

世俗层面的成功就是被选中的“标识”。从此，劳动不再是获取生存必需的工具或手段，而是一

种为精神信仰增添荣光的生活方式。资本主义利用人类对救赎的忧虑将劳动提升为一种虔诚的苦

修行为，逐渐凌驾于“沉思生活”所形成的神秘感觉主义之上。“加尔文教徒通过决断地去作为

而设法得到他的救赎可靠性，不是凝思生命而是积极生命将寻求救赎者带向他的目标。”[1]185“沉

思生活”中无所作为的清闲和凝思成了一种备受蔑视的生活方式，既浪费时间的经济潜力又拒绝“行

动”的财富力量，总而言之是辜负神的救赎意旨的。不再是“让凯撒的东西归凯撒，让上帝的东

西归上帝”，而是“凯撒就是上帝”。劳动借助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初步实现了自己的地位

转变。“宗教改革并不意味着消除了教会对日常生活的控制，毋宁说，那只是一种新的控制形式

取代先前的控制。”[2] 通过资本主义精神和宗教救赎信仰合流所形成的新教伦理，劳动取得了宗教

文化层面上的合法性，并一改以往历史的卑下面目，纵身一跃成为资本控制堂而皇之的漂亮借口

和最新形式。

韦伯的宗教社会学和救赎型经济刻意忽略了劳动与资本权力、社会经济的直接联系。韩炳哲

结合传统社会生产的雇佣关系和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分析了劳动主体为了维护基本生存而不得

已成为主人的奴隶，在劳动的过程中却实现了对于事物和自然本身的一种突破与改造，间接培养

自身的自由和权力意识，成为一种劳动的结果。在历史的进程中，他不再避让“主人”，而是通

过暴力革命和阶级斗争最终实现了自由，并且获取了对于世界和自身的支配权力和生产力量。在

现代工业社会和国家建设的生产神话持续渗透主体意识的同时，劳动作为获取财富的重要手段被

提升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洛克首先提出了“财产源泉说”，劳动是一切财产的源泉，并且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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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法角度论证了人类对于自身劳动及其价值创造的事实性和权属性问题，为古典经济学奠定了最

初基础，并且引入了“货币”概念，将劳动从生产消耗、不耐用必需物品的耻辱历史中解救出来。

货币作为劳动力的抽象形式，一种等价兑换的财产标识，清除了劳动与财产之间种种物的障碍。

劳动具有的“货币”能力以去事实化的方式作用于现代世俗社会，打破了既定事实所引发的种种

先天性“不平等”事件的发生，而以金钱作为一种主观能动性的手段改变结构化的主体状态，“它

废除了被抛状态转而增益筹谋状态”[1]188。斯密断言，“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根源”，重新扩大了劳

动力量有效性的覆盖范围，从财产到财富的转变暗示了劳动作用下指涉对象的丰富性及普遍性，

他提出“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普遍尺度和正确尺度……”[3]，将劳动问题引入商品交换领域，并作

为衡量商品价值的唯一标准。洛克和斯密关注的是“具体劳动的生产性”，马克思则是在继承古

典政治经济学思想的基础上，创见性地提出了劳动的二重性问题，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划分，

在实现了劳动范畴历史进阶的同时发展了劳动价值理论。与此相对应，马克思从商品价值与使用

价值的划分上考察了价值的形成过程，将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从交换价值

中真正抽取出来，论证了生产劳动的价值转移，即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共同创造，并揭示了货

币的起源与本质问题。马克思将劳动视为“劳动力的使用”[4]，是个人生命持存的生产力保证，犹

如生育的繁衍一样内在于生命经验中，在这种劳动中人确立对于财富价值的主体性。也正是在这

种对于人类劳动的价值确认过程中，最终成就了劳动的重要地位。

“劳动跃升为历史进展的唯一主体”[1]197，并在后工业社会形成对人类的机器性奴役。现代主

体热衷于通过劳动形成对自我的全新控制，劳动由此具有了至高、光荣的社会地位。最终，在物

质与精神的二元框架中，物质生活以行动力量对整个“沉思生活”实现了全面的降维打击，在这

种表面的生产融合中蕴藏更深层的分离和倒转。“积极生活”第一次以绝对的社会实力实现了传

统历史上的翻盘逆转，占据了政治权力和宗教救赎的实践领域，从而拿到了相对于“沉思生活”

的绝对优先等级。不仅如此，“工业”与“勤劳”一体化的经济进程，还将“沉思生活”贬斥为

一种毫无生产力和真实作用的空谈与怠惰。至此，“积极生活”终于凌驾于“沉思生活”之上，

并实现了劳动的历史价值重估。早期社会，劳动为生存必需所束缚，因而被看作消极、被轻蔑的

人类活动，而到了近现代，因为路德、加尔文、韦伯、洛克、斯密、马克思等人，劳动一跃成为

人类创造世界的实践源泉。劳动的价值机制在“积极生活”和“凝思生活”的纷争中实现了彻底

的逆向转换，同时也暗示了现代社会一系列问题的出现。

二、劳动动物：关于“行动”与“凝思”的不同路径

在现代劳动社会中，维护基本生存条件所需的劳动正在被机械逐渐替代，主体被要求无限挖

掘自身潜力，以适应社会生产的高要求。现代社会的劳动方式推动了世界的普遍机械化，进而导

致人类的自我规训。资本主义发展要求不断提升单位时间内价值财富的创造，在技术革新缩短外

在形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同时，对于劳动主体的剩余劳动时间提出了新要求，即让渡剩余时

间以完成自我潜能的开发，并由此在社会大的范围内确立了进步、效率、技术等概念的全面合理

性。发达工业社会的自动化趋势，在解放人类双手的同时也使得对人类的控制、驯化从物质肉体

转向精神思想，“不再说明个人是以什么方式自动重复社会所施加的外部控制并使之永恒化的……

使人联想到自我把外部的移置为内部的那一套相对自动的过程”[5]。

阿伦特指出，现代劳动主体抛弃个性、放弃自我，成为一种机械化下的“劳动动物”。在劳动社会，

人类失去“行动”能力，丧失“积极生活”的可能性，退化为一种低级生物种类。在《倦怠社会》

中，韩炳哲对于阿伦特的“劳动动物”进行解读和批评，认为其并不符合社会的最新发展状况，

人类并非被降格为失去个性的“劳动动物”，而是不断进化，成为一种“超级自我”式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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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现代功绩主体并没有沦为具有被动属性的动物性存在，而是被赋予了“自我”，一种“一

直扩张到几乎分裂瓦解程度”[6]30 的个性。无论是劳动社会的低级生物，还是功绩社会的自我扩张，

都指向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下人类的持续异变，即从被动的外部规训到主动的自我剥削。阿伦特

和韩炳哲针对劳动及其绝对地位所引发的问题，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即“行动”与“凝思”

的现代补偿路径。

（一）“行动”的内涵及其潜能

针对西方传统哲学中“积极生活”与“沉思生活”的二元对立和固有偏见，阿伦特强调“积

极生活”的原初含义，即“一种致力于公共政治事务的生活”[7]5。“积极生活”作为一种不受基本

生存所需相胁迫的城邦自由生活，指向政治领域的“行动”力量。然而，随着古希腊城邦国家的

消失，“积极生活”一词失去了原有的政治意味，转而指向“所有致力于此世之事的活动”[7]6。“行

动”也在哲学发展和宗教的光芒下，最终沦为与“劳动”“工作”同样低下的位置和卑微处境。

然而，在近代工业社会，随着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证，“劳动”一跃成了最光荣的人类活动

和所有价值的最终源泉；在现代功绩社会，“工作”成为一种核心的个人生存方式，服务于社会

运转和资本积累，成为高级配置下的现代劳动的异化样态，最终“行动”逐渐失去了自己的领域

而被完全忽略。阿伦特正是基于当前实践领域的困境和对未来社会的预判，试图恢复“积极生活”

的原初内涵，以“行动”来抵抗“劳动”的独断性统治。

阿伦特提出“劳动动物”的概念，认为现代主体已经沦为毫无个性的生物种类，“行动”和“工

作”等活动都被降格为消极被动的“劳动”，“把所有人类活动都拉平到获取生活必需品和提供

物质富足的共同标尺上”[7]138。所有的严肃活动都归结为谋生，思想也被简化为大脑的简单计算。“劳

动”自身的历史解放和价值重估没有将其作为“积极生活”的形式之一，与“工作”“行动”拉

升到平等的地位，反而导致了“劳动”的绝对统治地位，“工作”和“行动”以生存之名被归结

为普遍意义上的“劳动”。“现代劳动解放的危险是，它不仅不能把所有人都带入一个自由的时代，

而且相反，它第一次迫使全体人类都处于必然性之轭下。”[7] 132 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乌托邦理想，

已经深陷于现代消费社会物的占据与毁灭之中。在“劳动”的逆转翻盘中，隐藏着信仰超越维度

的逐渐暗淡，取而代之的是对于尘世功绩、世俗财富的强烈兴趣。新的“劳动”将全部现代劳动

主体都置于生存必然性的残酷压迫下，摒弃了一切与之不相关的其他人类活动，公共领域随之衰落，

世界和自我的异化无可置疑地都走向了世俗性。

由此，阿伦特重新阐释了“积极生活”的丰富内涵，指出三种关于人类的根本性活动，分别

是劳动、工作、行动，对应人类生命的个体性、世界性、复数性，并将“行动”置于人类活动的

首要地位。在人类从诞生到死亡的过程中，“行动”作为对某种共同体的创建与维护，内含于人

类所有的活动中，是最为出色的政治活动。通过对历史上“行动主体”的分析，阿伦特获得了“行动”

的基本特点。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人被定义为“政治动物”。“政治动物”最早的翻译是“社会动物”，

其中蕴含着人的组织群体性和结盟共同体的含义。在早期城邦国家的政治哲学经验中，“人”作

为一种能够“言说”和“行动”的政治性存在，获得了自身的独特性。在维护财产的家庭私人领

域和以共同体为核心的政治公共领域的双重境遇中，作为“行动主体”的人拥有了“复数性”和

“个体性”的特点。阿伦特将这种“复数性”视为“行动”和“言说”的基本条件，包含着“平等”

和“差异”双重政治内涵。“在人这里，他与所有存在者共有的他者性（复数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以及他与所有生命体共有的差异性，变成了独特性，而人的复数性正是这独特存在者的悖论般的

复数性。”[7]138

阿伦特赋予“行动”以革命潜能，提出“行动能够引发新的、积极的变化过程”[6]28，正是在

这种主体行动构筑的公共领域产生了政治。“行动者”以自己的“言说”和“行动”切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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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一种“新生”和“奇迹”。在这里，“行动者”是坚定的英雄式主体，无功利性地自主承担

政治责任，从而不同于被动的劳动主体。“行动的这种依靠政治‘创造故事、变成历史’的能力，

是‘让意义进入和照亮人类经验’的一个伟大源泉”[8] ，也是“行动”的开创性所在。面对人类

事物的脆弱性，“行动”自身的“无限性”和“不可预见性”在建立强大关系网络的同时，也内

在地具有冲破各种限制和界限的潜能，即行动主体在“言行”共享中的多元创造性和革命性潜力。

不同于劳动与工作所具有的外在制约和必然局限，“行动”作为一种以自身存在为目的的自由实

践活动，其自身就是实现政治自由的过程。

相对于“劳动”和“工作”，阿伦特将从历史中打捞的“行动”提升为“积极生活”的最高

等级，并赋予其“言”和“行”的双重内涵，试图为当今的政治生活重新寻回自身的尊严，并为

重新建立一种新的公共领域和政治活动提供自己的方案。面对现代社会势不可挡的自动化进程和

“劳动社会”的现实经验，阿伦特试图在探索现代政治危机源头的同时重新思考人类的生存境况，

在自己政治哲学的理论框架中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二）“凝思”的含义及其美学

韩炳哲质疑阿伦特将“行动”提升为英雄式的创造性活动，以及“行动”对于现代政治生活

的重要作用，指出其忽视了政治哲学阐释的当下视域，即在对于传统政治哲学的历史追溯和共享

概念的原初契合中，遗忘了自身存在的境遇。对包含“劳动”“工作”“行动”三种形式的“积

极生活”的理论阐释，在当今功绩社会是没有真实指向和现实意义的。阿伦特对于“劳动”与“行

动”的区分，正是来自主体实践过程的被动性和主动性，这一区分本身就暗含着“积极生命”的

等级优先意味，从根本上抹除了生命本身的多元性，没有真正抓住“劳动动物”概念的关键所在。

问题并不在于马克思和韩炳哲作为理论阐释主体所导致的概念混合，而在于现实维度上这种历史

性区分的必要性不复存在。这种区分无法进入主体实践领域挽救政治困境，更无法解释当下功绩

社会的种种现象。“行动”并不是消失了，而是在消费社会中实现了自身的“超级加倍”，占据

了一切“沉思生活”的时空维度。问题不在于“积极生活”内部的形式区分，而在于“积极生活”

完全排斥了“沉思生活”，将所有的时间转变为“劳动的时间”。正如阿伦特对于现代“劳动异化”

的深刻批判，韩炳哲直接走向了“行动”的对立面——“凝思”，将“行动”剥离出政治实践的框架，

定义为对现代主体“无法停下”的积极状态的一种叙事性指认。韩炳哲批评阿伦特，将希腊基督

教传统中“凝思”的优先权作为“积极生命”降格为劳动的肇因，认为“积极生活”的平面化及

其“劳动绝对化”问题并不是由于“积极生命”内部的划分、差异被抹杀所造成，“人的‘行动’

正是由于丧失了任何一种凝思维度而降低为一种纯粹的活动和劳动”[1]207。

劳动让人类从主人的统治走向了劳动的奴役，由同类他者的剥削走向主体自我的剥削。新的

“劳动”重新配置自身的运作机制，权力财富、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无不囊括其中，无所不包地

占据着现代时空和人类自身，“劳动的配置要素让时间本身劳动着”[1]200。劳动社会的压制性使得

人类终究不得自由，并且创造了一种新的内部奴役，人类在劳动命令下重复劳动。后工业社会的

自动化技术，不仅支配着现代主体的身体劳动，更控制了其大脑与精神，总体效果使主体的生命

力长期被技术与生产所占据、消耗和麻醉。标准化、流水线生产重复奴役主体的神经知觉，使其

处于疲惫不堪的状态。除此之外，无论是双手打字的“非物质劳动”，还是全身投入的体力劳动，

现代功绩主体最为突出的形象就是“行动者”，永远处在慌乱飞奔、焦虑不安的状态，从一个事

件信息转向另一个事件信息。这正是“积极生活” 赋予现代主体的被动性所在，“只要积极生命

没有将凝思生命纳入自身，那么他就仍是一种强迫性表达”[1]201。

“凝思”作为一种思想的凝视活动和行动美学而被忽略。但韩炳哲并没有将“积极生命”和

“沉思生命”进行结构性对立，而是认为“积极生命”中凝思维度的丧失才是问题所在。换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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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功绩主体深陷于“积极生活”之中，并且随着社会环境“积极氛围”的愈加浓厚，“行动”

的能量将被提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不允许任何凝思的存在，主体在其中亢奋不安、忙碌无息。

现代社会正在走向一个兴奋剂式的超级社会。节假日休息日已经成为生产持续运转的一部分，是

为了最大程度利用主体力量而作出的精心部署。“行动”中不允许任何“凝思”存在，这也是社

会生产所需要的效率所在，必须利用所有的时间，杜绝逗留、闲散的活动形式。思维、身体、时

间……所有的一切都成为“行动”的工具，或者说资本生产的工具。最终，缺乏凝思维度的主体“行

动”无限增殖而分裂为大量的生存劳作，贫化为一种毫无生机的功能性操作，并且在无限“行动”

中窒息自我。

借助西方哲学史上的“沉思生活”，韩炳哲提出了“凝思生命”的概念。针对现代功绩社会的问题，

“凝思”是对于传统历史上“积极生活”和“沉思生活”的一种调和，也暗示了现代主体所面临

的时间危机。阿奎那将“凝思”概念的核心意义浓缩为“时间”问题，“凝思生命提升了时间本

身”[1]226。埃克哈特则认为，没有“行动”的沉思生命和没有“凝思”的积极生命同样是盲目空洞的。

海德格尔认为“凝思”是一种“划分性” “分析式”的观看，一种干涉式的加工。由此，“凝思”

成为一种关照存在的精神性劳动，一种友好温和、非暴力捕捉的呵护。正是“行动”的凝思可以

预留出时间，存在的境遇在其中得以显现，并获得自身的持存和敞阔。“凝思”可以抵消“行动”

的“暴力”，是生命不可清除的要素。

“凝思”概念包含了“时间”与“观看”的双重维度。不同于“沉思”静止地强调思想的漫游，“凝

思”则包含一种方法论式的身体与思维的协同运动。它涉及主体的视觉，一种持续性的观看，指

向了自身之外的他物、他者的独立性存在，这是一种无暴力和无欲望的近距离观察，并不试图吞

吐“物”，而是通过这种观察保持着“我”和“物”的本性。从外部的映射到内部的思考，时间

视域下的连续性正是主体存在内外沟通的证据，时间也在对于存在的叙述中获得了一种自身的“芳

香”意义，并以此作为对于现代原子化、碎片化时间的一种审美怀旧式的解决方案。“深度无聊”“散

发芳香的时间晶体”“散发方向的时钟” 都是对于“凝思生命”多样形态的描述。“行动”作为

工业社会中劳动的高配置版本，在消费社会中实现了自身的超级加倍，占据了其他可能性生存状

态的时空维度，它不断移动、吞并、变化，获取社会给养从而扩张自我，典型表现为现代主体的

自我治理技艺。“凝思”与“行动”最大的差异在于，“凝思”不实施占有，而是实现一种分享，

分享距离、时间与目光，分享一种你与我的共在，它将他者也视为自己生命存在的共同物，不是

排斥对抗，而是呵护亲近。通过“凝思生命”聚拢人的本己生存，从而对抗无休止“行动”对于

人的生命力量的耗散。“凝思生命”的恢复可以抵抗自近代工业化以来劳动的绝对性地位及其带

来的功绩社会 “行动”的普遍化，并在一定程度上翻转“凝思”与“行动”之间复杂的权力关系。

当主体的生命规划由“行动”过渡到“凝思”时，也正是其精神由“凝思”转为“行动”的时候，

只有“清闲的平民化”接上“劳动的平民化”才不至于翻转为对所有人的奴役。换言之，只有“凝

思”与“行动”共同构成的双向度文化才能保持主体某种程度上的自由。

三、单向度文化机制下的劳动主体审视

针对现代主体的劳动异化问题，阿伦特主张“行动”的恢复，重提“积极生活”的原初含义，

韩炳哲则强调“凝思生命”，实现“行动”与“凝思”的调和，两者分享着共同的问题域，其重

要分歧在于处理问题的立场与方式。阿伦特在以政治为主的公共领域呼吁重新恢复“积极生活”

的行动层面，韩炳哲则是在哲学伦理层面提出“凝思生命”的重新建构。韩炳哲对于阿伦特“行动”

 “深度无聊”“散发芳香的时间晶体”“散发方向的时钟”分别为韩炳哲《倦怠社会》第三章，《时间的味道》第七章、

第九章小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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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批评，揭示了三种“积极生活”形式混合为绝对“劳动”的深层原因，面对现代社会功绩

主体日益增多的心理问题和病理状态，其批评具有现实层面上的合理性，但一定程度上忽略了阿

伦特“行动”理论的具体语境。阿伦特试图从历史经验层面重新获取“行动”的力量来应对现代

社会政治危机，却忽视了危机已经蔓延到整个社会领域，成为一种人的存在危机或者说精神危机。

在现代功绩社会，“行动”成为一种至上的生存价值标准，将个体牢固地安装在社会机器上，不

是肉体层面的强制束缚，而是精神维度上的完全操控。

阿伦特与韩炳哲对于劳动问题的分析批判，表面上提供了“行动”与“凝思”的不同解决策略，

实则反映了劳动问题从政治领域到社会领域的不同变体。在政治领域中，它化身为“机械劳作”，

丧失了革命潜能和行动力量；在社会领域，表征为“超级行动”，分解了主体时间和生存美学，

资本主义最终借助劳动由外而内地全面掌控人类。尽管阿伦特和韩炳哲各自的理论框架和核心概

念在其时代背景和适用论域都有错位，但共同指向了自 20 世纪以来的人类劳动及其结构性统治问

题，为我们重新审视现代劳动主体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角。如何让人类从一种无休止的劳动动

物式的“行动”中停下来，是阿伦特和韩炳哲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们当前社会面对的问题。

劳动的历史进阶伴随着“行动”与“凝思”的历史倒转，蕴藏着从对于存在整体的沉思到对

行动过程认识的转变。西方从古希腊的哲学追问开始了数千年的“沉思生活”，直到近代以来，

随着人类劳动能力的提升，世界整体进入了一个劳动社会。现代劳动社会与沉思的决裂，正是基

于人类劳动能力的提升，人类自身为技术所占据，从而成为实用主义的存在物，思想最终也沦为

行动的奴仆。其次，阿基米德撬动地球的支点由笛卡尔对内省方法潜在可能性的揭示，被转移到

人类内心世界并不断发酵，瓦解了人类观念的限制性，并借由无限性调和了现代主体性。人类必

须行动起来以应对这种无限性，从而埋葬任何关于沉思的可能性。除此之外，现代科学主义主张

通过实验还原自然世界，将感官事物导入到一个有序相接的实验步骤中，拆分事物整体存在的同

时将其分解为原子化的操作程序，以便人类实现技术还原制造从而为人类所用。这套操作主义被

塑造为一套关于人类的行为科学，人类迫切需要的不是理性等超越性元素，而是行动在思维层面

上的对应物，如实用主义、操作主义、行为主义，确定性和有效性也成为人类行动的重要价值标准。

“行动”与“凝思”的翻转暗含着现代思想的范式转变，“行动”在人类实践领域实现了主

体能力的空前变革，“工具性”和“实用性”是当前时代的逻辑诉求。概念定义存在，并将自己

等同于一系列操作，将普遍概念转译为主体行为的思维手段，从而指导人类的具体行动。概念的

处理通常是摘取局部概念，破坏事物整体的客观经验，从而产生片面、破碎的意义面貌。存在意

义的及物性正是现代功绩主体行动的内在逻辑。一切无法被还原为行动操作的“意义”会背上空想、

怠惰、虚无等负面评判，最终被人类毫不犹豫地抛弃。“行动”与“凝思”所构成的双向度理想

文化模式正在被逐渐清除，“行动”并没有模仿传统二元对立的斗争模式，去否定和拒斥“凝思”

这一文化向度，将其降格为某种等级序列，而是从对时间的使用角度上把“凝思”全部纳入“行动”

所确立的绩效秩序中。最终，“行动”吞并“凝思”，彻底清除“凝思”文化中的异己性元素。“行

动”将绩效视为贯穿人类活动的总体目标，通过对时间的让渡来假装维持人类自身“行动”与“凝

思”的活动合理性，实则将“凝思”掺杂进整体人类“行动”中，并降格为促进人类更好“行动”

的休闲活动。某种程度上来说，“凝思”的本体论意义正在被篡改、消解，被从人类精神、心灵

中强行拽了出来，成为人类整体行动的一个环节，并转换为一种行动操作及其相关问题，永久失

去了自身的本体性和独立性，同时使时间危机成为现代人的日常经验。

正是基于单向度文化机制对于社会各领域的权力控制，现代功绩主体的劳动被韩炳哲称为“行

动”，涵盖了个人生活、娱乐休闲、日常工作等领域。可以说，“行动”被视为功绩主体劳动的

超级加倍版，是一切被资本社会和消费市场所异化的人类活动的统称。换言之，在单向度文化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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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运作下，人类实践活动正在被归并为单一的生产活动。无休止的主体行动和功绩命令成了现代

各类精神疾病的生产制造商，并不断将其私人化和病理化。韩炳哲对于“行动”的批判一定程度

上揭露了个体自我剥削的可怕真相，但也掩盖了劳动自身及其存在阶级分化的现实性问题。一部

分功绩主体疯狂行动，实则是为了获取资本所赋予的权力，主动剥削自我是为了更好地支配他人。

他们培养自我、治理自我，最终的目标是统治他人，这就是现代功绩社会隐含的野蛮法则。当功

绩主体遭遇失败时，他们甚至会重新调整自我，继而自我鞭策、自我激励。通过对自己的观念思想、

身体仪表进行操控和训练，达到自我转变的同时生产大量自我治理的知识技艺。这种自我治理技

艺要求功绩主体在掌握技能的同时培养某种基本态度，这种“态度”在与资本生产要求的协作下

被社会规范结构化。最终，“自我”出现在某种技能的获得与使用原则中，煞费苦心地自我培养

将灵魂雕刻成资本满意的暧昧模样，个体最终成为某种新主体而被纳入社会结构中。通过对生产

的服从形成自我，每个人都成为内心的监察员和资本的阐释者，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无限“行

动”，倦怠、焦虑抑郁等问题接踵而至，最终只能走向自我毁灭。

在这股功绩洪流中，还裹挟着一部分与之相当不同的人。他们是被时代催赶的普通生存者，

是在规训社会向功绩社会转型过程中所遗留的劳动个体，自嘲为社畜一类。在新自由主义精神的

宣扬下，他们没有将外部剥削转变为自我剥削，他们失去了自由，并对此深有感触。表面上，他

们经历职场霸凌、强制加班、克扣工资等劳动剥削并艰难度日；实际上，他们具有反抗的可能性。

因为他们了解自我的被迫与外界的强制，而不是像功绩主体一般，被冒险的新自由主义和资本市

场的阴谋所俘获，将自己从身体到精神全部交付，并通过自我治理而成为社会生产的最大效率者。

这种劳动阶级的分层，正如“蓝领”与“白领”的差异。“白领”是功绩主体的主要组成部分，

他们灵活地将社会治理转化为自我治理，并衍生出多种关于自身的知识权力，主人和奴隶集于一身，

自我剥削和自我奴役。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现状，自以为能掌控自我，实则却是从里到外最为

货真价实的工具人和单向度人。“蓝领”工人在工厂生产中知道自己被困住了，自己被当作机器、

骡子、马……然而，他们知道自己不是机器、不是骡子、不是马……因为他们清楚自己的社会现状，

在精神维度上并未彻底屈服，功绩社会妨碍的是他们的身体，却并没有真正做到损害他们的灵魂。

正是在这种内外的张力下，他们拥有功绩主体所不具有的革命潜能，并拥有重新恢复多向度文化

的可能性。但事实上，功绩主体正在利用原有社会资源和自我治理技艺同化这部分人，将他们从“我

不得不能……”转向“我能……”，而这正是需要警惕的问题。

不得不说，韩炳哲的“凝思生命”对现代功绩社会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但只从个体审美维度出发，

也有其局限性。尽管韩炳哲意识到现代社会对于“沉思生活”“凝思”的拒斥态度是资本的行动需求，

从而展开了对“行动者”的分析批判，并提出了“凝思生命”的解决方案，但是忽略了现代功绩

主体精神疾病（抑郁症、倦怠综合征等）的社会肇因。仅仅将问题置于个体层面是不够的，更要

将其视为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并将问题进一步提升为社会力量，从外部维度来促成变革。这样

既无损于对个体心理状态的密切关注，又对诱发这种特定心理状态的政治经济秩序有复杂的介入。

因为如果公共领域的结构性问题始终不被关注而加以保持不变，那么在私人领域或者说个体角度

提倡“凝思”的生存策略，只能进一步证明整个社会矛盾的严酷性，而无法使问题得到一定程度

的解决。显然，人类的整体生存正在走向一种单向度模式。面对这种单向度文化的渗透与扩张，

我们应重新审视现代劳动主体，恢复多向度文化和“行动”与“凝思”等不同活动的本体论内涵，

从而将人类从自己所建构的同义反复的文化牢笼中导向一种有着质的差异的生存运动，由此获得

人类生存境况的多元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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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ociety of Labor: Action, Contemplation, and Their Relationship
—— A Discussion on Byung-Chul Han's Critique of Arendt

Abstract: With the long-standing confl icts between "active life" and "thoughtful life" transitioning from Western traditional philosophy to modern merit 

society, "labor" has achieved a reevaluation of its value and cultural reversal. Its absolute status has also triggered a series of social judgments such as 

"laboring animals". Arendt and Byung-Chul Han, rooted in their respectiv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indicate that "action" has transformative potential, whilst 

"contemplation" is seen as an aesthetic of survival, which provides insights into resolving modern societal issues. The phenomenon that modern society of 

labor presents, where "action" overtakes and reverses "contemplation", which essentially exposes issues in a one-dimensional cultural mechanism infl uenced 

by capital operations and production models. While revealing a variety of problems of merit subjects, it also offers a chance for the revolutionary potential of 

ordinary labor subjects to be unleashed. Facing this pervasive and expansive one-dimensional culture, we should re-examine modern labor subjects, restore 

multi-dimensional cultures and the ont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different activities like. "action" and "contemplation", thereby gaining diverse possibilities for 

human exis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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